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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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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享冬

［摘要］广州十三行商馆区兴起于清代开海禁、建立粤海关之后。它的出现，是在中西之间基本保持正
常贸易关系的状态下，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逐步积累而自然生成的，是中国对外贸易从传统的贡舶贸易过

渡到商舶贸易的产物，在当时乃是一种历史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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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the Guangzhou Thirteen Hong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Guangzhou Thirteen Hongs arose after the abolishment of the Sea Prohibition polic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uangdong Customs． These Hongs were gradually and naturally formed throughout nearly one century when China
and the West maintained a normal trade rela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Thirteen Hongs resulted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ibutary trade to commercial trade an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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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十三行进行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

但关注对象多偏重于行商及其经济活动，而对

十三行商馆区则研究不多。上世纪 30 年代出
版的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是国内研究
十三行的奠基性著作，其中对行商事迹、十三
行制度之沿革考订甚详，而对十三行商馆区，

则仅在尾篇中列一小节 “十三行与十三夷馆”
略述之，文字甚为简单①。近年来国内外一些
学者开始注意对十三行商馆区的研究，陆续发

表了若干研究成果②。但是对于十三行商馆区
如何兴起、如何演变以及其最后毁弃的历史过
程，迄今仍然缺乏具体深入的探究; 对它在存

续期间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与广州城市发展变
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所带来的中外关系中的

诸多新问题，更甚少有人加以措意。这不能不
说是迄今为止十三行学术研究中一个有待加强

的薄弱点，也是深入研究清代中外关系、中国
城市历史地理以及广州社会文化史所必须重视

的课题。有感于此，我们拟分步骤地对这一课
题进行系统性的考察与分析，本文首先围绕十

三行商馆区的兴起过程展开论述，以求教于方

家。

一、十三行商馆区的初建

清代“十三行”这个名称具有双重含义，
它既可以是指广州的行商群体，也可以是指行

商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一个特定的地域，即广

州十三行商馆区。作为牙行或对外贸易商行群
体的名称， “十三行”容或如一些学者所论，
在清初甚至明代就已经出现③。但是作为商馆
区而言，其兴起则是清代开海禁、设立粤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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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事情。
本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对外贸

易主要实行的是一种贡舶贸易的制度，即只允

许前来中国朝贡的国家与地区的船只携带一定

的商品与中国商人交易。如明朝政府就明确规
定了各朝贡国家的贡期、贡道、贡品数、贡舶
数等，而且 “凡外夷贡者……许带方物，官
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凡有贡舶即有互
市，非入贡即不许互市”④。清初承袭明制，
也不例外。根据清政府的规定，凡由海路来华
之贡使，被安置在广州西关十八甫的怀远驿，

贡舶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海上私自
挥卖”⑤。而所谓的“在馆交易”，即交易只能
在明代旧有的由广东官府管理的怀远驿进行，

贡使必须将所带货物的种类、数目 “由司详
候督、抚会疏题报，俟题允日招商发卖。其应
纳货饷，候奉部行分别免征……所买回国货
物，一切违禁物件不许买带外，其应买货物，

俱照定例听其买回”⑥。清政府对贡舶贸易有
严格的限制，整个交易过程也都必须在广东地

方官府的严格管理下进行，因此贡舶贸易的规

模不大。而且，为了对付占据东南沿海的反清
势力，清廷从顺治十二年 ( 1655 ) 开始五次
颁布禁海令，禁绝沿海商民出海贸易，顺治十

八年 ( 1661 ) 开始，更三次下达迁海令，强
迫沿海居民迁往内地。此时广东的对外贸易虽
没有完全停顿，仍保持着与暹罗、荷兰等国的
贡舶贸易，平南王父子尚可喜、尚之信还任用
沈上达等人为 “王商”进行海上走私，康熙
十七年 ( 1678 ) 清廷又应葡萄牙人的请求，
暂时开放澳门至广州的陆路贸易，但总的来

说，由于处在海禁状态，正规贸易限制在传统

的朝贡体制之下，海上走私又不被朝廷所认

可，无规章可言。在此状态之下，广州不允许
西方商人侨居，自然不会有外国商馆的出现，

更遑论商馆区的存在了⑦。
台湾成功收复之后，清廷为增加政府财政

税收、安辑沿海百姓生活，于康熙二十三年
( 1684) 下令解除海禁，准许中外商人进行贸
易，并决定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四省设
立海关。次年，粤海关在广州正式设立，管理
对外贸易及征收关税。粤海关建立以后，清政
府为规范和促进中外贸易采取了若干措施。首

先，停止了原来广州与澳门之间的陆路贸易，

规定“到粤洋船及内地商民货物，俱由海运
直抵粤门，不复仍由旱路贸易”⑧。同时，废
除原来由市舶提举司征税的定制，规定以后所

有商人必须向粤海关纳税，由粤海关监督

“征收海上出入洋船之货税”⑨。其次，清政府
规定了新的税收办法，对于贡舶贸易准其免

税， “其余私来贸易者，准其贸易。贸易商
人，部臣照例收税”⑩。具体的征收标准，则
仍徇旧例，按照船只大小 “照例丈抽”，但考
虑到商船“往日多载奇珍，今系杂货”，因此
准其减免二成税额瑏瑡。再次，清政府加强了对
从事中外贸易的中国商人的管理。康熙二十五
年 ( 1686) ，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与粤海关监
督经商议后发布 《分别住行货税》文告，决
定“设立金丝行、洋货行两项货店”， “如来
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为住税，报单皆

投金丝行，赴税课司纳税; 其外洋贩来货物及

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候

出海时洋商自赴关部纳税”。并规定 “如有身
家殷实之人愿克洋货行者，或呈明地方官承

充，或改换招牌，各具呈认明给帖”，但是两
行不能混杂，“即有一人愿克二行者，亦必分
别二店，各立招牌，不许混乱一处，影射朦

混，商课俱有违碍”瑏瑢。这样，外贸就从整个
贸易行业中被单独分离出来，实行不同的管理

制度，此即广东洋行制度之起始瑏瑣。最后，清
政府还加强了对外国商人及商船的管理。粤海
关最初规定外国商船在澳门停泊并进行交易，

但这样无论对粤海关的征税还是对商人的贸易

都有不便，同时又受到澳门葡人的抵制，因此

经粤海关首任监督宜尔格图等的题请，清廷批

准将各国来广贸易商船 “移泊黄埔”瑏瑤，规定
外国商船在澳门经过检查后，由虎门沿珠江河

道航行至黄埔停泊，其所携货物另雇船只运载

至广州交易。由于完成交易需较长时间，清政
府准许外商在广州租赁民房居住，作为其交易

场所及储货仓库。对于外商人数，清政府规
定， “洋船到日，止许正商数人与行客交易，
其余水手人等俱在船上等候，不得登岸行

走”，并由清政府“拨兵防卫看守”瑏瑥。对于外
商居住停留时间，清政府规定，“番船贸易完
日，外国人员一并遣还，不许久留内地”瑏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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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遇有特殊情形，“或因货物未销，或有欠
项未清，准在海关请照住冬，于次年催令回

国”瑏瑧。以上规定的实施，是中国的对外贸易
由贡舶贸易为主转向商舶贸易为主的重大过

渡，同时它也是广东洋行制度和商馆区建设的

开始。
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下，外国商馆开始在广

州出现。据西方史料记载，最早在广州建立商
馆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 1682 年 10 月，
英国东印度公司就训令来华的 “卡罗莱娜号”
商船，试图在广州设立一座商馆，但未获成

功瑏瑨。此后东印度公司不断派商船来华， “在
给开出商船的训令上多有包括前往广州建立商

馆的指示，但各船最终还是到了别的口岸”瑏瑩。
康熙二十八年 ( 1689) ，东印度公司派遣 “防
卫号”商船来华，但商船在抵达澳门后不久
就与粤海关监督因为应缴税额问题发生争论，

随后又与清兵发生严重冲突，未能得到粤海关

的允许进入黄埔贸易瑐瑠。1699 年 10 月，东印
度公司派出的“麦士里菲尔德号”抵达广州，
商人们发现 “广州的政策有显著的变化”，
“即使是满洲人 ( 海关监督经常是满洲人) ，
也已经知道鼓励贸易比之阻塞它更为有利”。
这些英国商人在广州期间住在行商洪顺官提供

的寓所，并且 “和一些商人会谈，又和其他
商人在法国代理人寓所会谈”。他们还 “自行
进入城内，询问店铺的货物价钱”。10 月 10
日，“麦士里菲尔德号”的商人在广州租赁了
一间房屋， “整个季风期只需 50 两，并雇请
仆役”。他们将 “湾泊黄埔的船舱板打开，起
卸铅，将毛织品的包裹封口运到广州 ‘我们
的房子’”。这应是英国商人在广州租赁房屋
居住的开始瑐瑡。此后，于 1703 年率领一艘大
的“散商”船抵达广州的英国商人汉密尔顿
和 1704 年 12 月到达广州的 “斯特雷特姆号”
商船的大班洛克耶，都曾记述与当地行商进行

交易以及租住 “行馆”的情况，洛克耶还特
别提醒英国同行，如果要在广州租赁房屋作为

商馆，“对你的协议要特别留意，不要让你的
房东在你的住处保留房间或部分地给他自己或

他的朋友住进去; 因为他会窥探你的行动，他

会要求从商馆中运出运入的货物中收取 3%的
权利”瑐瑢。当然以上所述英人在广州的 “商

馆”，还只是英商每次前来贸易时临时租赁的
房屋，尚非正规意义之商馆。直到 1715 年，
随着来华商船的不断增加，英国东印度公司

“决心要把对中国的贸易建立在一个正常基础
之上”，于是才在广州设置了一个有固定员司
的商馆，长期驻守， “并且定期派遣船只”瑐瑣。
按照英国东印度公司规定，广州商馆的固定员

司有主席、司库、出口货物总管和入口货物总
管，并由这四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此外是三位
船货管理员，第一位执行副司库及买办的事

务，第二位执行司帐职务，第三位执行秘书职

务。经常还有十位录事，为首的一位担任助理
秘书，其次是办公室总管、校对员及进出口货
物管理员助理，三位是名副其实的抄写文卷的

录事瑐瑤。这个广州商馆的建立，表明英国对华
贸易的新进展，可以说是中英贸易进入新阶段

的标志之一。“从此以后，英国在中国的贸易
史，以及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史，实

际上就是广州商馆的历史”瑐瑥。
由于明末清初有许多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长

期居住在中国，与清政府关系密切，因此法国

也较早在广州建立了商馆。康熙三十七年
( 1698) ，法国商船 “安菲特里特号”到达广
州，是为第一艘到达中国的法国商船瑐瑦，并且

法国此年 “在广州留驻一位代理人”瑐瑧。在
1699 年英国商船 “麦士里菲尔德号”抵达广
州时，英国商人就曾到法国代理人邦纳克的寓

所与其会谈，并认为 “法国人有大的优势，
他们在此处的利益比我们现在所有的大得

多”瑐瑨。1700 年，法国商人为发展中法贸易组
织了中国公司，并于 1704 年派遣 “法国总理
号”及“圣法兰西斯号”两艘商船来华，试
图在广州建立巨大货栈，但无功而返。1712
年，法国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对华贸易公司，并

于 1713 年及 1714 年先后派出 “尚武号”、
“杜路斯伯爵号”和“木星号”三艘商船赴华
贸易瑐瑩。1719 年 5 月，该公司与法国印度公司
合并，并正式在广州设立商馆，经营对华贸

易瑑瑠。但是当时中法贸易的规模远小于中英贸
易，“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它的贸易仅限于很
小的规模”瑑瑡。
除英、法之外，1727 年 ( 雍正五年) ，

“荷兰人才得准在广州设立一个商馆”。瑑瑢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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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班牙在广州设立商馆。1731 年，丹麦
在广州设立商馆。瑑瑣1732 年，瑞典东印度公司
派遣“弗雷德里刻国王号”商船抵达广州后，
首席大班科林·坎贝尔向崇义行陈汀官租赁房
屋，在广州设立了瑞典商馆瑑瑤。在科林·坎贝
尔的日记中，他提到当时西方国家在广州的商

馆除英国馆、法国馆外，还有荷兰馆、丹麦
馆、奥斯坦德馆等。
这些外国商馆皆为租用行商所提供的房

屋，其地理位置集中在广州城西南郊西濠西岸

临珠江之地，即今十三行路以南至江边一带。
行商之所以选择这一地区供外国设立商馆之

用，首先是考虑到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便利的

交通条件。十三行商馆区邻近后来的西堤，
“这段江岸河水较深，为广州主要码头区，如
西濠口西侧即有新荳栏码头”瑑瑥，此地易于兴
建码头，便利于船舶上落货物，这对于主要依

赖船只运送货物的外国商人来说是极为有利

的。而且此地接近广州西关及新城区，周围商
贸已有一定基础，也有利于洋商的货物采购。
另外，这里邻近怀远驿，是广州传统上的外贸

区域，也是行商选择在此地兴建商馆的重要原

因。
外国商馆相继建立后，以其为中心，周围

建有行商的行栈，此外还有许多房屋，“包括
商铺、作坊和离开街道很远的妇女居住的房
子”瑑瑦。这些商铺和作坊主要也是为远道而来
的外国商人服务的，他们可以在这里购买到所

需的生活用品及大量中国特产，甚至还可以理

发、缝纫等。这一区域不仅是外国商人的侨居
地，而且成为中外贸易的交易中心。
此时期外国商馆在广州设立的经过，在中

文史料中尚未见有明确的记载，不过西人在广

州租住房屋及与行商进行交易的情况，还是有

所反映的。如雍正二年 ( 1724 ) 十月，两广
总督孔毓珣奏称: “外来洋船，向俱舶于近省
黄埔地方，来回输纳关税……臣饬令洋船到
日，止许正商数人与行客交易，其余水手人等

俱在船上等候，不得登岸行走，拨兵防卫看

守。仍饬行家公平交易，毋得欺骗。定于十
一、十二两月内乘风信便利，将银货交清，尽
发回国，不许误其风信，致令守候。”瑑瑧雍正八
年 ( 1730) 十月，粤海关监督祖秉圭奏报来

广外国商船有在阳江海岸遇风沉没者，“随将
难商安置行家住歇”瑑瑨。雍正十三年 ( 1735 )
八月广东巡抚杨应彬、粤海关副监督郑伍赛为
了规范中外贸易，制定了 《海关八条事宜》，
其中称: “洋船进口俱在黄埔湾泊”，“夷商到
省赁行居住，每有各色小艇湾泊行后，引诱走

私。臣等严行示禁，凡一切小艇不许附近洋行
湾泊，以杜弊端”， “夷商置齐货物，必雇西
瓜扁艇运赴黄埔下船，每有偷窃之弊。……臣
等饬令押船人役，于夷商落货之时，先将船舱

验明，舱板封钉紧密，随后将货箱堆实，不许

仍留舱罅”瑑瑩。直到 18 世纪 40 年代，中文史
料中才开始有广州外国商馆和商馆区的具体记

载与描述。如乾隆八年 ( 1743 ) 十月二十二
日夜，十三行商馆区发生大火，目睹这场大火

的顺德文士罗天尺曾作有 《冬夜珠江舟中观
火烧十三行》长诗，除在诗序中明言 “十三
行在羊城太平门外，夷商贸易处也。洋货山
积，中构番楼，备极华丽”，还有描述当时商
馆区景象的诗句: “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丹
服居其中。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
绒。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濠畔
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瑒瑠署两广总督
策楞和广东巡抚王安国在有关这次十三行火灾

的奏报中，也分别对该街区的情况有所介绍，

曰: “广州府太平门外于十月二十二日夜民房
失火……缘是夜风势甚大，延烧居民行铺共一
百三十家，幸未伤人，惟失火之地俱系洋行，

商货被烧尤多。”瑒瑡 “是夜南海县属太平门外十
三行街成衣梁子昌铺内失火……因街道窄狭，
铺店稠密，更值风势巨大，人力难施，以致延

烧铺面一百三十余座，又拆毁二十六座，方得

止息。”瑒瑢这些皆可反映初建时期十三行商馆区
的一些情况。
关于十三行商馆区的兴起，在时人的艺术

作品中亦可找到若干证据。现存创作于 1730
年前后的一幅绘画，描绘了从珠江上所看到的

外国商馆建筑，其中有英国、瑞典、荷兰等四
个国家的旗帜瑒瑣。另有一幅广州瑞典商馆的立
面图，系 1740 年绘制，图中可见其建筑形式
仍为中式瑒瑤。
从上述情况可见，至迟到 18 世纪 40 年代

初，广州商馆区已初具雏形。当然，初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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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州商馆区还甚为简陋，“夷馆”基本上仍
为中式建筑。除少数几个国家的商人长期租赁
行商的房屋建立商馆外，此时期大部分外国商

人只是在贸易期内临时租赁房屋，贸易结束后

就退租，直至下次来华贸易才再次租赁，因此

这些商馆存在不确定性，每年所租赁的房屋可

能会有变化，甚至时断时续。另外，在清朝政
府方面，对于新出现的外国商馆及商馆区，还

缺乏应有的重视和周密的管理，洋行制度亦欠

完备。

二、十三行商馆区的成型

18 世纪 40 至 70 年代，是广州十三行商
馆区的成型年代。这时一方面西人对于来华贸
易以及广州商馆的建设更为积极，另一方面广

东洋行制度以及商馆区的管理规章也日趋严

密，广州十三行商馆区遂有进一步的建设。
就西人的对华贸易特别是广州贸易而言，

18 世纪总体呈上升的趋势，其中英国占据主
要的地位。英国东印度公司于 1715 年正式在
广州建立商馆后，每年都派有商船来广州贸

易，而且船只的数量和吨位递年多在增加。有
学者统计 18 世纪 20 年代到 70 年代东印度公
司进入广州港船只的年平均吨位数，1711—20
年为每年 690 吨，1721—30 年为 1380 吨，
1731—40 年为 1650 吨，1741—50 年为 2350
吨，1751—60 年为 3300 吨，1761—70 年为
5850 吨，1771—80 年为 6940 吨，“六十年间，
整整增长十倍”瑒瑥。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华贸
易的积极性也在增加，除丹麦、瑞典、荷兰、
法国、西班牙等国商人继续在广州进行贸易活
动外，又有普鲁士于 1752 年派遣商船到广州，
其后“普鲁士王家艾姆敦对华亚洲贸易公司
的船只在 1752—1757 年间到达中国的共计十
数次”瑒瑦。此外，“德意志的汉堡 ( Hamhurg) 、
不 来 梅 ( Bremen ) ， 意 大 利 的 来 航
( Leghorn ) 、热那亚 ( Genova ) 、托斯卡纳
( Toscana ) 都在 18 世纪中叶进入广州贸
易。”瑒瑧

中外之间的广州贸易在发展，西方各国贸

易公司和商人们对广州贸易税制、洋行制度的
不满和对商馆区居住与活动条件改善的要求也

与日俱增。1732 年瑞典东印度公司首次来华
商船上的首席大班坎贝尔，就曾针对当时广州

贸易税制、商馆的货物驳运等 “多次联合各
国商人或者独自向粤海关告状，甚至谋求直接

向两广总督告状，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瑒瑨。
其后不久，广州十三行实行保商制度，禁止非

保商参与对外贸易，加强对商馆区外人的管理

约束，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外国商人更屡

次向广东的清朝官员提出申诉，要求 “尽力
废除一种使我们继续受到极大不便的制度”瑒瑩。
1759 年还发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职员洪
仁辉北上天津呈词、状告粤海关勒索陋规、海
关监督不准外商禀见、行商拖欠货银不还等问
题的事件，在朝廷中引起轩然大波。这些都直
接影响到广州商馆区的前途与走向。在商馆建
筑方面，由于 1743 年的火灾，不少外国商馆
和周边的店铺、房屋被焚，行商不得不在灾后
重新进行建设，外国公司和商人也乘机参与到

商馆的重建中，“开始建造半西式的居所”瑓瑠，
使得以夷馆为标志的商馆区建筑风格开始发生

明显的变化。
而从清朝方面而言，商舶贸易所带来的利

益固然越来越引起朝廷的重视和各利益集团的

关注，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出现及产生的问题

也引发了一些官员的疑虑。乾隆十五年
( 1750) 香山知县张甄陶在 《论澳门形势状》
中，就曾忧心忡忡地写道: “近日宿冬，夷人
住省竟不回澳，即在十三行列屋而居。危楼相
望，明树番旗，十字飘扬，一望眩目。杂居狎
处，既恐事端; 射利钩奇，又妨商业。澳门在
远，犹恐他虞; 渐入省城，殊难操纵。”瑓瑡这促
使广东的洋行制度续有变化，对于外商及广州

商馆区的管理也日趋严格。
早在康熙朝末年，有鉴于行商在承办中外

贸易过程中各行其是，常常因为争揽生意彼此

竞争，使外商从中得利的情况，广州的十六家

行商即于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1720 年 12 月 25 日) 举行隆重仪式，成立公
行，订立盟约，要求参与贸易的所有行商都必

须严格遵守。盟约共计 13 条，其主要内容是，
凡属外洋进口货物，统一由公行承销; 内地出

口货物，由公行划一价格代办，平均支配，不

许竞争。但这种公行组织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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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大班的抗议，同时未能参加公行的少数中

国行商也与东印度公司大班合谋 “推翻公
行”，使得公行制度一时无法推行瑓瑢。
到了雍正六年 ( 1728 ) ，两广总督下令行

商必须“选出殷实可信之人为总行商”，以总
揽对外贸易。当时实际有四位大行商，即秀
官、康官、廷官及启官， “现在他们联合起
来，并有海关监督及其他官员支持”瑓瑣。这些
大行商承担了当时大部分的对外贸易，他们实

际上组成了一个变相的公行组织。这种情形延
续了很长时间，而当时外国商人在广州陆续设

立的大部分商馆的房屋实际上也属于这些大行

商所有。
但是此后不断有行商由于种种原因而破

产，中外贸易纠纷不断。乾隆十年 ( 1745 ) ，
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策楞为加强对外商的管

制及保证海关税收，决定实行保商制度瑓瑤，即

“于各行商内选择殷实之人，作为保商，以专
责成，亦属慎重钱粮之意”瑓瑥。按照保商制度
的要求，每艘外国商船进港后都必须有一名保

商作保，负责外商和船员的一切行动，包括外

商应纳税款也要由保商担保。所有进口货物，
要由保商确定价格后，再由各行商分领销

售瑓瑦。这意味着清政府对外商的限制更加严
厉，“围绕着外国商人的圈子越来越紧”瑓瑧。但
即便如此，外国商人也想方设法以图突破限

制。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十六日 ( 1751 年 7 月 8
日) ，还发生了荷兰商人将三名妇女带至广州

商馆区、在瑞丰洋行居住的事。广东地方官员
对此极为恼怒，认为 “携带番妇同行，例当
驱逐”，饬令荷兰人将番妇带到澳门，等贸易
完成后一同带领回国。事后清廷严令: “嗣后
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员查明有无妇女在船，有

则立将妇女先行就澳寓居，方准船只入口; 若

藏匿不遵，即报明押令该夷船另往他处贸易，

不许进口; 倘委员徇隐不报，任其携带番妇来

省，行商故违接待，取悦夷人，除将委员严

参、行商重处外，定将夷人船货一并驱回本
国，以为违犯禁令者戒”。瑓瑨

由于广州对外国商人的限制日趋严厉，且

官员勒索不断增加，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乾

隆二十年 ( 1755 ) 以后逐渐增派商船前往浙
江定海、宁波等地贸易，这引起清政府的警

惕。乾隆帝命令将浙江等地的关税提高一倍，
以求达到不禁自绝的效果，但是英国商船还是

不断前往定海等地。浙江巡抚杨廷璋因此上奏
清廷，认为 “粤省海关向为外番贸易市舶，
设有监督，稽查周密，十三洋行世业克牙，番

情熟谙，交易颇属相宜”，要求加重关税，阻
止外国商船来浙贸易。瑓瑩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
乾隆帝下旨，明令禁止外国商船赴浙，“止许
在广东收泊交易”瑔瑠。此后广州成为中国唯一
对西方开放通商的口岸，独占中西贸易八十余

年。
西方商人在得知只准广州一口通商之后，

极为不满，决定继续派船北上。乾隆二十四年
( 1759) ，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洪仁辉等人前
往浙江定海及天津，控诉粤海关的腐败。乾隆
帝接到状词后，派人前往广州调查，对粤海关

进行了整顿。但是他对洪仁辉违令擅自远赴天
津投诉之事深为不满，称其 “外借递呈之名，
阴为试探之计”，决定将内地代写呈词之人正
法，并将洪仁辉 “在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逐
回本国，不许逗留生事”瑔瑡。
洪仁辉事件发生之后，清政府决定进一步

加强对广州外国商人的管理与防范。乾隆二十
四年底，清廷批准了两广总督李侍尧所提出的

五条《防范外夷规条》，主要内容是: 第一，
“夷商在省过冬，应请永行禁止”; 第二，“夷
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 第三，
“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
第四， “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积弊，宜请永
除”; 第五， “夷船进泊处，应请酌拨营员弹
压稽查”。其中尤其加强了对外国商馆的管
理: “查历来夷商到广，俱系寓歇行商馆内。
乃近来嗜利之徒，多有将房屋改造华丽，招留

夷商，图得厚租，任听汉奸出入，教唆引诱，

纵令出外闲行，以致私行交易，走漏税饷，无

弊不作。请嗣后凡非开洋行之家，概不许寓
歇，其买卖货物，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
如有纵夷人出入，以致作奸犯法者，分别究

拟。地方官不实力稽查饬禁，一并参处。查夷
商到粤，寓歇行商馆内，稽查管束，原不许任

意出入。若非官充行商招引投寓，不独勾引出
入无从觉察，而交易货物多寡，不经行商、通
事之手，更滋弊窦。应如该督所请，嗣后令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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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歇寓，责成现充行商馆内送寓居住，加谨管

束，房屋或有不敷，并令行商自行租赁，拨人

照看，毋许出入汉奸，私相交易。但行商等不
得以操纵在己，遂有把持，短价勒掯，并令地

方官留心访察，严加查禁，则奸夤既可永杜，

而远夷亦不致苦累矣。”瑔瑢其后不久，清政府又
对外商颁布九条禁令，进一步规范外人在广州

商馆活动及居住的行为准则: “ ( 一) 外洋战
舰不得驶进虎门水道; ( 二) 妇女不得携入夷

馆，一切凶械火器亦不许携带来省; ( 三) 公

行不得负欠外商债务; ( 四) 外人不许雇用汉

人婢仆; ( 五) 外人不得乘轿; ( 六) 外人不

得乘船游河; ( 七) 外人不得申诉大府，事无

大小有需申诉者亦必经行商转递; ( 八) 在公

行所有之夷馆内寓居之外人须受行商管束，购

买货物须经行商之手，尔后外人不得随时自由

出人，以免与汉奸结交私贸; ( 九) 通商期间

过后，外商不得在省住冬，即在通商期间内，

如货物购齐及已卖清，便须随同原船回国，否

则 ( 即间有因洋货一时难于变卖，未能收清

原本，不得已留住粤东者) 亦须前往澳门居

住。”瑔瑣与此差不多同时，广东洋行制度亦有进
一步的变化。同文行潘振承等九家行商呈请再
立公行，专办欧西商船事务，谓之 “外洋
行”，以与专管暹罗贡使及贸易的 “本港行”、
负责本省潮州及福建贸易的 “福潮行”相区
分，“广东十三行行商遂转入专对欧西诸国贸
易之时期”瑔瑤。至此，广东洋行制度和十三行
商馆区的管理规则都已基本成型。
关于这一时期十三行商馆区的情况，西方

文献留有不少记载。如 1751 年 ( 乾隆十六
年) 8 月到达广州的瑞典商船 “查尔斯王子
号”上的教士彼得·奥斯贝克，在其所著的
《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里记述道: “商
馆是欧洲人在城郊到达的第一个地方。商馆是
对一批建在河岸边和河桩上的房子的统称，是

欧洲商船在此停留时，中国商人出租给他们

的，租期可以是 5 个月，也可以是一年。长时
间的逗留可能是因为偶然因素，但更多的是故

意如此，这是为了避免商船由于要立刻返回而

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将全部货物卖出，以至于同

中国本地商品一道充斥市场而造成大量存

货。” “商馆楼只有两层高，但非常长，一头

伸延到河边，另一头对着的是十三行街

( factory-street) 。一些是用烧过的砖建造，另
一些是由砖和木头建造，有时隔板和楼层地板

都是用木头做成的，因此非常容易引起火灾。
……商馆看上去像是两座平行相邻的楼，它们
之间有一个花园。底层的地板和院子一样是方
形或长方形的石头，这些石头上布满洞，水可

以从这些洞中流到河里。楼梯是用石头或木材
做的，屋子很高，屋顶是斜的，覆盖瓦片，就

像西班牙的屋顶那样。”他还描述了商馆区内
的其他情况，指出商馆区内有“商铺、作坊和
离开街道很远的妇女居住的房子”，外国商人
可以在这里购买到所需的生活用品及大量中国

特产，甚至还可以理发、缝纫，而且 “在这
里做生意除了欧洲人以外，还有当地人、亚美
尼亚人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人”瑔瑥。

1769 年 ( 乾隆三十四年) 8 月，英国东
印度公司的商船 “普拉赛号”抵达广州，乘
坐此船的威廉·希基后来回忆他当时在广州的
见闻: “在 ( 黄埔) 碇泊处看到了 5 艘英国
船、4 艘瑞典船、6 艘法国船、4 艘丹麦船及 3
艘荷兰船，所有外国船都运载 1200—1500 吨
的大量货物。……从黄埔往城郊约半英里有一
个码头或堤坝，是用砖和灰泥整齐修筑而成

的，半英里长，码头上是各个商馆或者是货物

经管员的住处。每个商馆都在门前立一根高高
的旗杆，升起本国的旗帜。我在中国的时候，
它们的顺序是: 荷兰第一，接着是法国、英
国、瑞典，最后是丹麦。这些商馆，除了有一
流的供餐饮的宴会厅，即公共场所之外，还配

有大小不同的套房。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远
比其他国家多，所以其建筑群的范围也是最大

的。每名货物经管员有四个漂亮的房间; 公共
公寓在前面，面向河流; 其他房间在陆上二三

百英尺处，宽阔的院子内，两边是套房，每套

又各自有独立的门户，附带一个小花园，及各

种便利的设施。除了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商馆
外，还有其他商馆，系中国人的财产，出租给

欧洲各国的船长，以及到广州做生意的商人和

外国人。”瑔瑦

1779—1793 年间曾三次来华、长期在广
州担任法国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贡斯当，在所著

《中国 18 世纪广州对外贸易回忆录》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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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广州外国商馆和商馆区的情况也多有记

述，他写道: “广州当局指定给外侨居住的区
域，只占全城的 l /4，与华人区没有任何分隔，
也没有任何区别。外侨每年被迫两次往返于广
州与澳门之间，当然要经过珠江的多条支流而

到达香山以西，穿越数个村庄和城镇，并且可

以在澳门附近有人居住的岛屿自由活动。在广
州和澳门，甚至允许外国人自由进入私人家

庭，以观察其中所发生的一切，外国人可以生

活在中国人中间并与他们打交道、由中国人服
务、参与中国人的公共节庆、宗教礼仪，自由
进出其寺庙和衙门，故能自由地搜集准确而不

容置疑的资料。” “欧洲商行因其挂在高杆上
的旗帜而与众不同，每家商行门前都有一面这

样的‘幌子’。建筑这些商行的地方叫做 ‘十
三行’，该街就被称为 ‘十三行街’。尽管中
国政府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获取地产，但只要他

们交纳租金，便不会被以任何借口剥夺居住

权。欧洲人自己也建商行，而且是以欧洲的方
式布置的，中国人对此极为欣赏。”贡斯当还
评论道: “中国政府对欧洲贸易体制在开始时
是相当自由和开放的，由于苛刻的税收，官吏

们贪婪的敲诈勒索和追逐一己私利，才严重束

缚了这种贸易的顺利发展……中国行商们并不
是惟一与欧洲谈判交易的人，他们有时作为业

主，有时又作为中介商而与夷馆谈判。另外还
有被称为 ‘半行商’的人，这些人聚敛或铸
造钱币，或者是经营广州夷馆需求的土特产

品，他们也与浙江、江苏、福建的地主们联
营，这些省份生产可供欧洲船舶装舱的所有产

品。”瑔瑧

中文史料关于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记述在

此时期仍然比较稀少，所见者基本局限于一些

官方文书和文士们用艺术笔调所写作的诗文。
如乾隆四十二年 ( 1777 ) 兼管粤海关的广东
巡抚李湖向行商调查外商来广贸易和商馆区情

况，广州八家行商联名禀复，写道: “奉查
‘外洋夷商到广，现在该行商等，有无货已销
售，不即交价，掯留夷商守候之弊’一款。
商等查外洋各国夷船到广贸易，每于夏末秋初

进口，至冬季即行扬帆回国，为期不过四五个

月之久; 而每年所到夷船，自二十余只至三十

余只不等，所带货物充塞繁多，价值累累，商

等既难先为代填，又势难按期售清，必须代为

运往各省发卖，始能陆续归楚。故向来各国俱
有住班夷人，凡洋船带来各货，皆起贮各该夷

馆，一面将出口货置买明白，装载原船回国。
如有未经销售货物，即交该住班夷人留粤料

理，随时附带。是以乾隆二十四年间奏定章程
条内，曾经核准各国夷人数名在粤住班，于各

船出口后往嶴居住，候该国船到，仍复来省料

理各船未清事务。是价从货出，货壅难销，势
所必然。商等实无货已销售、不即交价，致掯
留远夷藉口逗留之弊。又奉查 ‘现在夷商到
广是否俱在该行馆寓歇? 该行商如何稽查出

入? 有无奸猾之徒擅入行馆引诱，及夷商自雇

内地民人服务’一款。查夷商到广，现在俱
已遵照定例，在于商等行馆寓歇居住; 并于行

馆适中之处，开辟新街一条瑔瑨，以作范围。街
内两旁盖筑小铺，列市其间，凡夷人等水梢等

所需零星什物，以便就近买用，免其外出滋

事。其新街及总要路口，俱派拨行丁数十名，
常川把守; 一切夷人行走概不许越出范围之

外。其闲杂人等，亦不许混行入内。至各该夷
馆如搬运起下货物，及看守行门等项，系责成

通事选派管店数人料理。其逐日所需菜蔬食
物，亦系通事结保，买办数名代为购买。一切
管店买办人等，俱系慎择老成信用之人充当，

不敢从中引诱。夷人并无自雇内地民人服役;
倘有其事，商等随时查知，立即驱斥，毋任容

留。……奉查 ‘夷商寓歇行馆，嗣后凡内地
民人俱不许擅入与夷商见面，即在行司事伙

伴，亦不得与夷商闲谈勾结。如有铺户自向夷
商赊货借货，及领本代置货物，将行商一并拿

究。其拖欠价银，即于该行商名上追赔’一
款。商等遵照向例，凡夷商一切交易事宜，俱
系责成行商经手，以杜内地民人勾结滋事，立

法最为尽善。无如日久玩生，内中一二庸阘之
行商，懈于稽查，遂间有铺户潜入行馆，妄生

觊觎，实属抗玩。兹夷船将次陆续进口，吁恳
宪恩俯察定例，给示严行申禁，庶共知儆畏，

实为恩便! 至不法铺户民人乘间混入夷馆者，

均系无籍之徒，不过些少什物私与贸易。至于
大宗货物及资本银两，夷人亦不敢轻为信托，

断不肯赊价，并无给本倩其前往别处置货。但
商等专司防范，嗣后并当加谨稽查，一概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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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不得与夷人聚谈交结，倘有故违，随时

禀请拿究。并谆切开导各夷，毋致受愚被累，
仰副宪天体恤栽培。”瑔瑩其中所述基本可反映当
时广州商馆区的管理和规章执行情况，唯因属

于奉查禀复，不免有官样文章，与实际情况可

能会有一些出入，需加以辨析。另如湖南诗人
张九钺在乾隆三十五年 ( 1770) 游览广州时，
曾作 《番行篇》长诗，其中有对十三行商馆
区及中外贸易情况的形象描述: “广州舶市十
三行，雁翅排成蜂缀房。珠海珠江前浩淼，锦
帆锦缆日翱翔。蜃街珊树移瑶岛，鲛织冰绡画
白洋。别起危楼濠镜仿，别英奥室贾胡藏。危
楼奥市多殊式，瑰卉奇葩非一色。靺鞨丹穿箔
对圆，琉璃绿嵌窗斜勒。莎罗彩纛天中袅，碧
玉阑干云外直。” “红毛鬼子黄埔到，纳料开
舱争走告。蜈蚣锐艇浆横飞，婆兰巨捆山笼
罩。相呼相唤各不闻，或喜或嗔讵能料! 舶商
色喜洋商快，合乐张筵瓶碗赛。何船火齐木难
多，何地驼鸡佛鹿怪。散入民廛旅贾招，居中
驵侩公行大。公行阳奉私饱囊，内外操赢智相
若。湖丝粤缎采离披，瓯若饶瓷光错落。顷刻
珠玑走大官，待时深玩筹奇作。”瑖瑠

这一时期的广州商馆和商馆区，在中外绘

画及工艺品中有较前一时期更多的反映。如现
存大英博物馆的一幅由中国人绘制的广州商馆

写实图画，约作于 1760 年，画中 “外国建筑
从左端即西面开始，先是丹麦商馆及其前面旗

杆上的国旗，接着是其他商馆及中华街和猪

巷，商馆的位置与 1840 年布朗斯通先生的地
图所标示的完全吻合”， “瑞典、英国和荷兰
的旗帜都在各自的建筑物前。只有这些建筑物
具有外国风格，其余的则是中国风格。有一道
墙把左面的馆址隔开，而且，在英国和荷兰商

馆的范围内，有一条一直延伸到河岸的栅栏。
河岸前是木桩，到处都铺着通往河边的石阶。
商馆前的地盘并不宽，前面大面积的扩展必定

是后期所为。图中，岸上的几个洋人的穿着是
18 世纪的风格———短裤、长外套，并佩剑。
河上有许多帆船和舢板。”瑖瑡另有一幅中国画家
画的也是作于 1760 年前后的水彩画，分为四
张，描绘从海珠炮台到广州 “夷馆”之间的
珠江航道全景，其第四张所绘 “建筑物前面
的旗帜显示里面不同的贸易国。从左到右分别

是: 丹麦、法国、奥地利 ( 来自现代比利时
奥斯坦德的奥地利人) 、瑞典、英国和荷
兰”瑖瑢。而大约于 1780 年绘于广州的一幅图
画，图中英国、荷兰等商馆的西式建筑已清晰
可见，明显具有欧洲正在流行的帕拉第奥主义

风格瑖瑣。
上述情况表明，广州十三行商馆区在 18

世纪 60—70 年代已基本成型。这一新兴起的
广州城市街区，地理范围和区内商馆分布已基

本如后来马礼逊于 19 世纪前期所作之文字简
图，即“北以十三行街为界，南以珠江为界，
东以西濠为界，西以联兴街为界”，区内有多
家外国商馆和数条街道，占地“约 51000 平方
米”瑖瑤。在这个城市街区里，居住着当时来华
的 ( 被葡人占据的澳门不计在内) 几乎所有

的西方人士，聚集着大量从事中外贸易的中国

商号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店铺、作坊，进行着
在世界上几乎是别无二处的中西之间的贸易往

来。它是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地，是
当时广州乃至整个中国最富有活力和特色的城

市街区。

三、几点认识

通过上述对十三行商馆区兴起过程的考察

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一些粗浅的认

识:

( 一) 作为体现广东洋行制度并具有完整

含义的“十三行” ( 即不但是指外贸商行、同
时也是商馆区地理称谓) ，实起源于清代开海

禁、建立粤海关之后。而此前历史上即便有
“十三行”之名称存在，也是与其性质有别之
事物，两者至多只能算是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而已，不可彼此混淆。
( 二) 十三行商馆区的兴起与广东洋行制

度的形成相同步，并互相影响。只有开始推行
特许行商经营对外贸易并负责外商居住、纳税
等事务的洋行制度，外人在广赁居行栈、设立
商馆方有可能，商馆区才得以出现; 而随着外

国商馆的建立和商馆区的发展，产生出诸多贸

易、居住上的问题，使得洋行制度也随之发生
变化，逐步走向规范。
( 三) 十三行商馆区是经长时间逐步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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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兴起 ( 时间长达近一个世纪) ，是在中西之

间基本保持正常贸易关系的状态下自然生成

的。它既非清中央或地方政府在某一时间、划
定某一区域而突然出现，也非西人通过强力或

者其他手段所刻意造成。清政府在决定开海贸
易并设立粤海关之初，只是规定了外国商人必

须租住与其交易的行商房屋，并未限定外人居

住及商馆修建的地理范围; 十三行商馆区兴起

后，区内的政治、司法主权完全由中国官府所
掌握，土地亦为中国人所有; 十三行商馆区内

中外民人杂居，众多国家人士聚集，基本上和

平、友好相处。这些都与中国唐宋时期居留
“化外人”的“蕃坊”相类似，而与近代中国
通商口岸出现之“租界”有别。

( 四) 十三行商馆区的建立和行商制度的

推行，在其兴起阶段，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
它是中国对外贸易从传统的贡舶贸易过渡到商

舶贸易的产物，同时又对中外之间的贸易以及

人际、文化上的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后
来同治十一年 ( 1872) 之 《南海续志》所言:
“十三行互市，天下大利也，中外之货坌集。
乾嘉之际，其极盛者乎!”瑖瑥当然，这样的商馆
区和贸易制度，相比中国历史上的贡舶贸易来

固然有所进步，却因其封建性、垄断性的存
在，并不能满足西方政府和商人的胃口，故此

亦有诸多不满以及纠纷发生，并为其最终毁弃

埋下了祸根。

①梁嘉彬: 《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07-315 页。
②其中代表性论著有: ［日］田代辉久: 《广州十三夷
馆研究》，载马秀之等主编《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广
州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2 年版; 查时杰:
《马礼逊与广州十三夷馆》，载胡春惠主编《〈近代中
国与亚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下) ，香港珠海书
院亚洲研究中心 1995 年出版; 曾昭璇、曾新、曾宪
珊: 《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历史地理———我国租界的
萌芽》，《岭南文史》1999 年第 1 期; 彭长歆: 《岭南
建筑的近代化历程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
文，2004 年; 李穗梅: 《“楼阑粉白旗杆长”———艺
术品中的广州“十三行商馆区”》，载氏著《穗垣汇
编》，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 王尔敏: 《广州对外通
商港埠地区之演变》，载氏著《五口通商变局》，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杨宏烈: 《广州泛十三行
商埠文化遗址开发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Patrick Conner，The Hongs of Canton，English Art
Books，2009。
③如梁嘉彬先生认为十三行在明代嘉靖三十六年
( 1557) 以前就产生了 ( 梁嘉彬: 《广东十三行考》，
第 385 页) ，邓端本也认为“十三行在嘉靖时期就已
经诞生” ( 邓端本: 《广州十三行名称及其起源考
辨》，甄人、饶展雄编: 《广州史志研究》，广州出版
社 1993 年版) 。赵立人认为“十三行始于明代，殆为
事实”，“从明代至清初海禁解除之前，十三行商人亦
被称为‘揽头’。” ( 赵立人: 《广州古代海外贸易若
干问题探索》，王晓玲主编: 《歌德堡号与广州海上丝
绸之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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